從刺繡洋裁華道至花鳥佛畫
--《莊淑真畫集》序       陳冠甫慶煌
一、織繡裁縫藝植基
當地球經最後一次酷寒之大理冰期，先民承繼漫長舊石器時代所積累之經驗，始興農牧，養蠶繅絲，縫製衣帽，逐漸步入文明生活。
古今中外，凡不同國家、不同朝代，其服飾均有顯著差異，或高貴典雅、或光鮮亮麗、或簡單實用，可謂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及。時裝潮流逐年在變，縫紉亦因引進西洋、東洋機器與技術而日新月異，遂有「洋裁」之稱。
刺繡隨縫紉而產生，係結合針、線、布、剪，以針線在織物上繡出各種裝飾圖案之民間傳統手工藝。據考古發掘證實，至少已有二三千年歷史。
刺繡具有實用與象徵意義，係一種完美之藝術；古代上自朝廷，下至百姓，不論中原或邊陲，無不日常應用。《尚書》記載，大禹遵從帝舜之意，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圖象繪於上衣；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圖象繡在下裳，此十二章紋遂為天子服飾之表徵。
秦漢時期，刺繡於服飾之外，且用之飾宮室、車輿。宋朝將天子之儀衛隊--鹵簿之制服改為繡衣。之後因織繡應用廣泛且數量龐大，朝廷設立官署，專門管理織繡之供應。明、清以來，官造制度益趨完備，例如清朝時，在北京設內織染局；另在江寧、蘇州、杭州等地設織造局。除製作宮廷織繡用料，還製作帛、誥、敕等文書用品。
在社會價值上，精女紅乃婦德重要表現；在經濟上，刺繡創造商品價值；在文化藝術上，刺繡有名家之薪火相傳。刺繡技法簡單易學，繡藝代有創新，實用欣賞皆宜，因此能成為全民藝術。蘇州蘇繡、湖南湘繡、四川蜀繡及廣東粵（廣）繡合稱四大名繡外，尚有北京京繡、溫州甌繡、開封汴繡、上海顧繡及苗族苗繡，以產地不同而風格各異。
刺繡之技法有：錯針繡、亂針繡、網繡、滿地繡、鎖絲、納絲、納錦、平金、影金、盤金、鋪絨、刮絨、戳紗、灑線、挑花等。在民間刺繡上，影響最大、最廣當屬上海顧繡。明末清初，沈壽在繼承顧繡之基礎上，自創仿真繡，以針線繡出明暗光影。民初，江蘇楊守玉創亂針繡，亦即飛針繡；將西畫線條技巧運施於刺繡針法上，使畫面現出西洋印象派之繪畫效果，故又稱繪繡。第二代傳人陳嗣雪女史，自幼受畫藝薰陶，繡畫合一，於臺灣推廣繪繡，成績卓著。

	二、沉潛華道蘊多姿
花乃美之象徵，作為造化天地之產物，非惟集形色與香氣於一體，更以其充滿無比之生機而博得青睞。世人通過對花卉之定格，表達一種意境來體驗生命之真實與燦爛；插花乃心靈與宇宙大自然生命之融合，有物我兩忘之意境，為一高度之藝術表現。
插花原指戴花，遠在戰國時代，大詩人屈原所作《離騷》中有「紉秋蘭以為佩」之句，可見當時有採香花佩戴之時尚。藉花傳情，以花明志，賦予花卉以某種寓意，相信此時花卉已進入文化領域。
西漢惠帝時，孝惠皇后羅四時植花入宮，並安置寢榻、几案之上。可想而知，此「四時植花」若非盆花即屬插花。又、河北望都東漢古墓墓道壁畫中繪有一方形几架上置陶質圓盆，盆內插六枝小紅花，形成花材、容器、几架三位一體之形象，乃壁畫中最早之插花物證。另《南史‧晉安王子懋傳》載有：子懋七歲時，獻蓮華供佛，眾僧以銅罌盛水漬莖，欲花不萎，祈其母阮淑媛病癒。此即史書中以容器插花水養之文字著錄，所插之花則曰瓶花或瓶供。今藏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有我北周時手持瓶花之觀音像，枝葉與容器比例協調，此乃插花藝術最早見之於雕塑。他如《南齊書》謂：世祖武帝蕭賾命蕭子良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華，插御床四角。則係以銅為人造花之最早記載。
隋唐時代，每年夏曆二月十五日定為「花朝」，即百花生日，宮廷舉行牡丹花會，透過羅虬《花九錫》所云：「重頂幃、金錯刀、甘泉、玉缸、雕文臺座、畫圖、翻曲、美醑、新詩。」乃知需有障風、裁剪、浸泉、貯缸、置架、挂圖、譜曲、飲酒、詠詩九項嚴格之程序與排場，方可臻至視覺、嗅覺、聽覺、味覺多方面之品賞效果。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之此一時期文物中，發現一束以萱草、石竹等花卉組合之人造絹花，作工精細，色澤美豔，頗能亂真。
五代十國時期，插花器具擴及竹筒、漆器，可吊挂或壁挂。追求自然情趣，簡潔樸實，清新活潑，隨意灑脫。南唐後主李煜，巧製能固定花材之新型容器「占景盤」，既作容器，又充花插。每逢春日花季，梁棟窗壁，栱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挂上「錦洞天」橫幅。猶如精緻之花博會，千姿百態，琳琅滿目。
    宋代插花藝術普及民間，深受文人喜愛，詠瓶花之詩詞甚多。非特追求悅目怡情，又注重構思之理性意念。花材多選有深度寓意之松、柏、梅、竹、山茶、桂、蘭、水仙，構圖風格崇尚清、疏，追求線條美。自是形成以花品寓人倫教化之插花形式，對後代影響深遠。
    元代因異族統治，常藉花材之寓意與諧音表達作品主題，亦即所謂「心象花」。錢選所繪之吊籃式插花，於籃中置二瓷罐，罐內分別插滿金桂與銀桂，上飄一枝狀若如意之三折桂花枝條，暗示金貴、銀貴，未及自在如意貴，反映人民祈求自由、和平、安定之願望。
    洎乎朱明，插花藝術臻於鼎盛。初期以中立式廳堂插花為主，莊嚴富麗，型構豐謹，寓意深邃；中期追求疏散清雅，樸實生動，每以如意、靈芝、珊瑚點綴；晚期插花追求自然，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態。專著如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何仙郎《花案》、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等，對插花藝術，均有深入論述。
清代官家流行寫景式、組合式與諧音式插花，但在民間，因普遍窮困，故未獲重視。清末迄神州陸沉，外侵、內亂，生靈塗炭；公社、文革，勞改下放，詩情畫意之插花藝術，在民間似乎全然消失。洎兩岸社會安定，插花藝術經不斷倡導與傳播，已漸引入上層社會家庭，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插花在日本稱之為「華道」（かどう），係「活植物花材」之造型藝術，於奈良時代，自隋朝因漢傳佛教而輸入，相當於唐朝之平安時代發展成一門獨立藝術。以選材簡潔為主流，除花之美態外，亦重其精神品味。從對植物本性之認識進而尊重，以花之盛開、待放、含苞代表過去、現在、未來，強調花與枝葉之自然循環生態美為宇宙永恆之縮影，每以寬宏意境及深邃內涵作為插花藝術之表達。

三、筆精花鳥蟲魚躍
在《論語》中有載：孔子要求弟子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多識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即超越自身，多親近大自然，以大塊為師，關懷並尊重週遭之萬物生靈，重新認識自己，思考如何安身立命，承擔所應肩負之重責大任。
前賢往哲對植物每賦予最洽切之象徵意義，譬如松柏之後凋於歲寒，蓮之出淤泥而不染，竹猶虛心、正直、不屈不撓之節士，而蘭花為純真、高潔之象
徵是也。
張潮《幽夢影》曰：「玉蘭，花中之伯夷也；葵，花中之伊尹也；蓮，花中之柳下惠也。」更謂「藝花可以邀蝶，……栽松可以邀風，……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足見植物與人品、心性多所關聯。
我國花鳥畫具有獨特之風格與高尚之藝術成就，歷代名家輩出，下筆成珍，揮毫可範，一花一葉，其結構均得謹嚴，須妙造自然，符合生長規律，纔能活色生香，予人最愉悅之感受。
據古史載，黃帝之臣倉頡、史皇，嘗依草木鳥獸形迹染畫衣裳，以之區分社會階級。夏、商、周三代銅器所鐫刻之線紋，已見花鳥圖形；西漢馬王堆一號墓出土之絲織品上有完整花鳥裝飾圖案。
直至晉代，始有花鳥草蟲之繪畫；唐代花鳥畫已獨立成圖，且有專擅之著名畫家薛稷、邊鸞等。後蜀黃筌父子及徐熙，均以善花卉蟲鳥而名家，贏得「徐家野逸，黃家富貴」美譽。宋代各種花卉之人格象徵逐漸定型，例如畫竹之節操，牡丹之富貴，菊之野逸等；頗多畫家著錄其寫生經驗，成為後世畫家必讀之經典。
元朝時，李衎以善繪竹、趙孟堅以專寫蘭、王冕以工畫梅著稱。明代陳淳循傳統寫生精神，著重筆法與墨色之變化，表現出一種瀟灑自然風度；周之冕則創發獨特之勾花點葉畫法。
明清之際，石濤、八大山人水墨大寫意技法之自由揮灑，在思想及筆法運用上對後代畫家影響至鉅。清朝時，惲壽平不但將五代、宋初徐崇嗣之沒骨法，賦予清新面貌，且更勫新折枝花卉構圖，獨創一格，以雋逸之筆為花傳神，工秀妍雅，氣韻飄舉，脫盡粗獷浮華習氣，而歸於平澹天真，成為承前啟後之大師。其後，嶺南居廉進而發展沒骨花鳥草蟲之傳統技法，於南田清新秀潤之外，更擴大其題材，翻新其技法，意到筆精，神韻洋溢，別具一種誘人之藝術魅力。
民初吳昌碩之花卉自創一格，而齊白石大色塊之交疊，均在傳統筆墨上有自由開放之影響；其後，徐悲鴻、林風眠、高劍父、高奇峰等融貫中西，傳統花卉畫，不論造形、構圖、寫生或寫意，因東西方世界文化之交流、思想之交會、色彩之運用或筆法之自由變化，都隨畫家取向，表現出各種不同之形象，故而居今之藝壇，花卉畫一門，早呈現無比繁榮景象。

四、佛畫觀音體大悲
據內典所載，當佛在世之時，寺院中已有佛教繪畫。如《付法藏因緣傳》卷一曰：「圖畫如來本行之像。所謂菩薩從兜率天化乘白象，‥‥‥如是等像皆悉圖畫」可為明證。且於佛涅槃後，壁上佛畫曾起一定之作用。
繪佛像之目的約有三端：備信徒供養敬奉一也，增加寺院殿堂莊嚴氣氛二也，畫家寫意以供賞鑑三也。
緣繪佛目的之不同，佛畫內容亦異，佛畫種類約可分為圖與像二大類。凡畫中有單繪一佛，或繪佛雖多，顧其內容只側重於表現某尊之莊嚴法相，別無他意者，稱之為像；如《十八羅漢像》係在一幅畫中或多幅畫中繪十八尊羅漢，然僅繪出每尊羅漢之儀形，或降龍、或伏虎，彼此卻不相聯繫者是也。儻畫中係以佛一尊為主題，或多尊共構，互為主從，同時體現某一故事者，則名之曰圖；如《十八羅漢過海圖》，即一幅圖中繪出十八尊羅漢以不同動作同渡大海是也。
觀世音大士亦為佛經中具體提出名號之菩薩。因民間對之信仰甚深，畫師在繪畫藝術上，又極盡豐富多采之能事，遂繪成各種不同之法相，所以其畫像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係遵照正規儀容所繪之一面二臂、或坐或立，慈悲端嚴之聖觀音形像；第二類係遵密宗儀軌所繪之一面二臂或多面多臂手持種種法器之形像，如大悲觀音、如意輪觀音、七俱胝觀音（亦名准提觀音）、不空羂索觀音、不空鉤觀音等。第三類係畫師自創風格，憑靈感自由發揮並題名者，其中亦有符合於相好、服飾、手印、度量等法則，如水月觀音、寶相觀音等是也；亦有只是一般人物像而毫不顧及法度者，如佇立觀音、白衣觀音、魚藍觀音、行道觀音、自在觀音等是也。其複雜誠難盡舉。在日本相傳有十五觀音、二十五觀音、三十三觀音之說，亦不外以上所述三類形像。抑有晉者，所謂三十三觀音，亦名三十三體觀音，相傳觀音大士欲度盡眾生，往往依緣而化身為各種不同之形象。就其內容言，顯然許多形象非正統經軌所研，已超出原始印度本有之變身觀音範疇，而乃華人社會所揉合自民間信仰之本土產物。
    三國時代，東吳曹不興號為佛畫之祖，乃文獻著錄最早之傳奇畫家，對後世有重大影響，衛協即直接師承其法。其後，最擅長描繪人物之畫家首推東晉顧愷之，嘗依張華所撰《女史箴》而作《女史箴圖卷》，今從大英博物館藏英軍所劫奪之唐或宋摹本，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摹顧愷之本《洛神賦圖卷》觀之，可見其於人物描繪精緻，神情生動，體態輕盈，帶欲飄揚，能傳達出六朝人物審美觀中最重要之「以形寫神」藝術理念。人物衣服之極細線條，畫史通稱為「高古遊絲描」。畫面內容及人物描寫，與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之《漆畫屏風》不謀而合之處頗多。
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均善繪佛像，曹心手靈敏，善將佛像頭、面、手、足、肩、背等比例，繪如真人，筆法稠疊，衣紋褶皺，緊貼佛身，具有立體感；吳則筆勢圓轉，而衣帶飄舉，故世稱「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見載於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內。尤以吳道子，甚至被尊為畫聖，深獲玄宗皇帝倚重，對當時及中晚唐繪畫發展，影響至鉅，惜真蹟今不存。然據史書所載，畫風尚可窺知一二，其線條以白描為主，均勻厚實，力道飽滿，行筆暢快，一如盤絲屈鐵，故稱為「鐵線描」，人物神氣、風采十足，頗能展現大唐威風凜凜之盛世氣概，異於顧愷之以來一般之傳統技法。
蕭梁時，張僧繇乃成就最大之畫家，與顧愷之、陸探微以及後來唐朝之吳道子並稱為「畫家四祖」。張僧繇汲取天竺等外來藝術之長，在國畫中首創凹凸暈染法，所繪成之佛像，傳神逼真。嘗於金陵安樂寺壁上繪四龍，未點眼已維妙維肖，栩栩如生，觀者讚不絕口，強求點睛後，只見風雨忽至，雷鳴電閃，兩巨龍破壁騰空而去。
晚唐五代時，佛畫已漸由佛菩薩像轉而繪羅漢與觀音；十六大阿羅漢，典出《法住記》，姓名可考﹐外貌有本，五代以後盛行。但詩僧貫休所繪，竟豐頤蹙額，深目大鼻，巨顙槁項，形骨古怪，立意出塵絕俗，自謂得之夢中，遂開野逸派畫風。
宋代羅漢畫家孫知微，用筆放逸，不蹈襲前人筆墨畦畛；武洞清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成宗道臨摹吳筆，細如絲髮，不失精神體段；李公麟閒居龍眠山時，因探得內典微旨，將佛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妙諦，結合宋理學之哲思而契入於畫，以勁毫淡墨，雲行水流﹐輕描淡寫，然物像之神韻卻躍然紙上，現出聖潔淨美、清真淡雅之逸趣，遂奠下千百年來水墨白描之範式，後世師其畫風者極眾。
元代趙孟頫與夫人管道昇均為佛弟子，所繪佛像，精妙入神，造型有唐意，筆法古拙，作品有《紅衣羅漢像》、《觀音大士圖》與《達摩像》；其妻繪有《魚籃觀音圖》。此外，顏輝亦有《水月觀音圖》等傳世。 
明代丁雲鵬尤擅佛像，人稱「有張（僧繇）、吳（道子）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清‧方薰《山靜居畫論》），白描酷似李公麟，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傳世佛畫有《白馬馱經圖》、《大阿羅漢圖》、《大士像》、《六祖像圖》等，皆栩栩如生，又莊嚴肅穆，筆法不下仇英，而高古文雅似又過之。
明亡後，陳洪綬出家暫為雲門寺僧，所繪佛像，無一不精；人物造型，軀幹偉岸，面部誇張，衣紋細勁，清圓而多褶，設色古雅，皆體現於《觀音像圖》中。清乾隆時，丁觀鵬供奉於南薰殿，佛畫承其同宗明代丁雲鵬畫風，纖弱無骨，線條柔媚，人卻稱出於藍而勝之，嘗奉詔摹南宋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圖卷》，有《無量壽佛圖》等留存。此外，金農有《菩薩妙相圖》、《十六羅漢像》等；羅聘有《觀音像》、《普賢菩薩像》等俱傳世。
近代畫家中以張大千所繪佛畫最具代表性，葉恭綽嘗謂大千曰：「人物畫一脉，自吳道子、李公麟後，已成絕響，仇實父失之軟媚、陳老蓮失之詭譎，有清三百年，更無一人焉」，且力勸其專攻人物，振此頹風。遂發願西去流沙，宛若苦行僧，寢饋於莫高、榆林二窟近三年。臨摹北魏、隋、唐、宋壁畫三百幀。在千佛一面之敦煌壁畫造型中，眼為菩薩之靈魂，手即其生命，各式各樣之手相，千姿百態，乃極富誇張韻律美之超寫實藝術。而張氏亦自許在敦煌二年多來所下功夫未白費，對佛與菩薩之手相，不論其為北魏、隋唐，或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宋代、西夏，一見便識，且可立即示範，要繪一雙盛唐之手，決不以北魏或宋初之手相充數。大千在悟性、才氣之外，又兼有過人之耐性，其畫藝之高非為無由。今瞻其在庚辰年（1940）所作《觀音造像》，大士棲岩閑坐，慈眉善目，容止若思，線條嫵媚中見出力度、粗獷中見出圓潤、瀟灑中見出雍容，呈現一片祥和之氣；而岩石及竹影，敷色清逸秀雅，更襯托出觀音菩薩冰清脫塵之姿。影響所及，遂使唐裝之仕女，在造型上亦參有敦煌供養人之儀容，而用筆則仿吳道子之飛動飄逸，信能超越明人情調，直追唐人矣。

五、細說平生賢且淑
莊淑真女史，一九三七年出生於臺北市，中學畢業即入和美禮品公司服務，並學習刺繡。嗣留學日本，三十九歲，獲文部大臣認定洋裁技術合格檢定；次年，入華道家元池坊習花道．插花藝術；並卒業於神奈川縣大和ドレスソ-カ-女學院洋裁師範科。四十一歲，任青龍戲劇舞蹈服裝公司設計師，復應聘美加美股份有限公司服務。四十八歲，獲華道家元池坊准許狀教授，在大同公司及社區發展協會任花藝研習班插花指導老師。五十二歲，參加華道中央研修院特別講習及作品展。五十四歲，參加華之光全國花藝名家作品聯展。五十七歲受聘法明寺插花指導老師、花藝設計師。五十九歲，於臺北市立圖書館民生分館受業黃師素梅，研習國畫；四年後，即參加師生花鳥書畫聯展。六十五歲，拜王師廣健習書法。隔歲，大順之年，以殊勝因緣，遂無師自通而恭繪觀音大士像佛畫。六十八歲，應龍潭渴望園區邀請參加黃素梅師生書畫聯展。七十四歲，應邀參加上海世界博覽會＜海上書畫緣＞展出,以觀音畫像深受矚目而獲聘為藝術顧問及榮譽顧問；嗣復參加南菁書法會成立十周年紀念聯展；十一月，應邀參加雷州半島第二屆閩南文化交流會,贈花鳥畫予湛江市博物館典藏、贈觀音大士畫像供徐聞縣博物館典藏。七十五歲，再度應邀參加雷州半島第三屆閩南文化交流會,贈畫湛江市人民政府及湛江師範學院典藏。
六、喜年刊集正相宜
綜觀 莊女史繪畫之心路歷程，先從裁縫、刺繡奠其根基，次由插花而外師造化，洞明物理，細察物態，體會物情，加深對大自然之認知。良以天地有心，自然界一花一草皆有生命與靈性；藝貴有情，有情纔能牽動觀者之心，緣此習得空間與生命之悸動，草木與自然之讚歎。此亦即惲壽平《南田畫跋》：「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之微意也。續學花鳥繪畫，憑其按植物生長之自然形態，有直立、傾斜與下垂等不同之插花形式，講究線條優美，姿態自然，構圖布局高低錯落，俯仰呼應，疏密聚散，遂盡情發揮於畫中。更進而虔誠恭繪觀音佛像，有感於中，因而悟得心源：筆放心閒而不矜才使氣，佈局為次而氣韻為先，遺貌取神而不背原理。遂使其所繪成之牡丹，於雍容富貴外，又兼有蓮之清逸淡雅與竹之清挺高潔，而臻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之境界。一至四章，吾所以粗陳縫紉、刺繡、插花、花鳥及佛畫，以作此章鋪墊者，蓋為使讀者了然一切而不嫌繁瑣也。
間嘗拜讀印光法師＜復永嘉某居士書＞曰：「吾信仰佛祖，以古為師，豈不如親近今時知識之為愈乎。」無論學佛或為文、作詩、練字、習畫，均須以古為師，從臨摹入手，求合規矩法度。明人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曰：「其始必與古人合，其後必與古人離。」清人姚鼐《惜抱尺牘》曰：「學古人必始而迷悶，苦毫無似處，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復似之。」陳曾則《古文比》曰：「初學者必從摹擬入手，雖出於有意，無礙也。其學既進，其境既熟，其術日深，而後能去其形貌，而得其神理。張廉卿先生云：『與古人訢合於無間』，非好學深思，安能得之？」蓋以讀書養性，擺脫塵俗；摹擬既久，貴在自化；法古而不泥古，求新而不西化；脫胎換骨而不因襲摽竊，力去陳腐而創發新意，求骨氣而無廢筆，凡所作均有大寄託，始克自成家數，不必終身為古人所役也。以上種種，均係前賢苦心孤詣之箴言，亦為藝術登峰造極之不二法門，特在此拈出，謹與 莊女史共勉，並賀其喜年之慶，祝平安康泰，福壽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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